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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的双重心理后果
闵学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助理、博士、副教授)

中国持续 30 多年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型，无论对世界还是在本土都堪称“伟
大的转折”，其间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震荡都无
一疏漏地传导至每个中国人的个体生活，在改
变他们物质世界的同时对其精神和心理世界也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共同经历所产生的
集体意识———“中国体验”成为一种宏大的精
神景观。［1］

更具叠加效应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夹杂
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农业到工业、从乡
村到城市等等一系列变迁，身陷其中的所有个
体都同时经历着双重洗礼，也不可避免地产生
了双重心理后果: 顺势或逆势、认同或否定、积
极或消极、变革或停滞、理性或感性、西方或东
方等等。选择并承受其中任何一种社会心态或
行为方式均各有利弊，而大多数人都难以游离
于二元性、双轨制之外。这样的双重心理历炼
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边际性及反思性至今仍影
响着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未来选
择，并且经由市场转型对政治转型、社会转型和
文化转型的持续作用，在社会底层群体、中产阶
层和精英群体中形成了差异化的双重心理
效应。

首先，最需要关照的是参与这场轰轰烈烈

市场变革的最大群体———劳工阶层，或曰底层
群体、弱势群体，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市
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在市场转型
中所经受的双重挤压被市场转型理论研究大大
忽视，他们 30 多年的转型体验没有“传承”、也
没有“再生”，而是“断裂”和“边际”。对城市
下岗工人而言，市场转型之迅猛使得他们来不
及做任何技能和心理上的准备，而承接他们的
社区、地方政府或社会同样也没有做好完全准
备，于是带着难以割舍的单位依赖和政府依赖，
他们被毫不留情地从单位、从“铁饭碗”式的工
作中抽离，在市场这一沙漏中从又红又专的工
人阶级一下子沉入社会底层，直至现在仍然在
夹逢中求生存，在断裂中找平衡。同样，由市场
转型及中国城乡二元分隔共同催生的庞大的农
民工群体，他们带着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及无限
向往奔向城市，但城市只对他们有劳务需求，却
不供给公民身份应有的基本保障，他们主动离
乡背井换来的仍然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
际人的生活。这两类社会底层的代表群体在市
场转型中没有获得较好的生活际遇，因而形成
失落的底层心态。此外，他们都曾是大锅饭或
平均原则的受益者，也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传统观念影响，面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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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不公平感便油然而生，与之伴生的还有愤
怒、嫉妒、相对剥夺感，这极易构成对优势阶层
的仇视。另一方面，即便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获
得再分配优势的社会底层群体非常清楚变迁的
不可逆转，也并没有大规模地拿起“弱者的武
器”，但他们在挣扎的同时仍抱有希望，希望自
身最终能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希望社会能给
予更宽泛的社会保障，或希望通过代际更替来
摆脱困境。

其次，市场转型理论的乐观派较早地观察
到极具社会稳定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孕育，这一
方面源于以倪志伟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对市场的
理想期待［2］( P54) ，也即市场对打破权威、鼓励教
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会导致以再分配经济为
基础的精英地位的衰落，产生新的分层机制和
新的精英阶层，而这一阶层的成员并非来自旧
体制下的精英; 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以陆学艺等
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中产阶层的实证研究［3］，
亦即一批有知识、有技能、有胆略的城市精英在
市场转型的所有双重选择中都获得了正向的能
量，他们在积聚财富的同时，对理性、现代、教
育、竞争、公平等的认同帮助他们在市场转型中
顺流而上，成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但是，
这一阶层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对物质丰裕之后
的精神世界有更高的追求，事实上他们不仅具
有转型期普遍的焦虑、浮躁、患得患失的消极心
态，同时他们面对转型社会常见的冲突、失序以
及两极分化等现象并没有足够的包容和忍耐之
心。他们希冀市场转型尽可能彻底，或能直接
带来理想的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但其因自身
资本累积所获得的优越感也被随之而来对社会
整体的失望所消减。如此的双重心理反应直接
影响这一阶层对社会的持续认同和贡献。

再者，作为魏昂德“政府即厂商”［4］、林南
“地方市场社会主义”［5］( P101)、周雪光“政治与
市场的共变”［6］( P105) 模型中获益最多的权贵阶
层，他们既是昔日的精英，且在不完全市场转型
中仍然享有足够的资源分配权。理论上他们通
过“再分配权力的商品化”继续保有上层经济
地位和社会地位，相比其他阶层有更多的满足
感和愉悦感。然而，中国语境下的市场转型区
别于东欧的“休克疗法”、西欧的完全市场化所

体现出的双重路径。权贵阶层对市场的操控，
也就是说市场转型的双轨制直接为权贵阶层的
地位维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这一阶层的矛
盾心态生成进行了有效注解:一方面，他们横跨
权力场和市场两大场域，并将其打通让双边资
源互为转换，这引起社会公愤，所谓“拼爹”、
“官二代”之说对这一阶层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另一方面，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得的资本要想合
法化并非易事，同时社会中下层群体对市场转
型的应得原则、公平原则有越来越高的期待，这
给权贵阶层也带来相当的不安全感。所谓“高
处不胜寒”，如果说中国特色的市场转型为权
贵阶层实现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共
通，让其获得身处社会顶层的优越感，那么同时
也将其推上了风险之巅，失足落下悬崖的已不
鲜见，因而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应该也是市场转
型后期权贵阶层的普遍心态及行事作风。

从市场逻辑出发，市场制度的比较性优势
让转型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盛世，在物
质层面极大地提升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
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分化及文化多元化，
使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理性、竞争、创新等价值取
向，与拜金、享乐、虚无的思潮并存;中华文化所
传承的和谐、共荣、互敬的美德，与冲突、利己、
仇视的社会心态共处。市场转型所引发的双重
心理后果正将一元、大同的总体性社会引向多
元、分化的个体性社会，社会也因为各个阶层体
验着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而出现“阶层定
型化”的趋势。因此无论从上至下的制度安排
还是自下而上的精神救赎，都应将市场转型引
向更为良性的发展轨道，如是，社会各阶层共同
分享转型成果才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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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与中国体验
朱 虹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所谓中国社会转型，从宏大的社会历史变
迁来看，是指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传统向现代变
革;从当下正在推进的社会变革而言，则是特指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转变。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视野，中国社会
转型与发生在西方或其他地区的社会变迁的进
程迥然不同。正如孙立平所言，“中国社会转
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
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
涵”［1］。中国独特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导致
13 亿中国人精神世界遭遇巨大的震荡，从价值
观、世界观到生活态度、行为模式等方方面面都
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周晓虹将这中国特定历史
时期的社会心理嬗变称之为: 中国体验。［2］中
国体验的积极意义毋庸赘言，而信任危机、消费
主义、金钱至上、婚恋分离、性自由、漂泊与孤
独、疏离与冷漠、仇富与恨官、焦虑与倦怠等等，
大概则是方文所言的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3］

其中，信任危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
13 亿中国人都被卷入其中、集体感到焦虑的一
种社会心理现象。

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危机是所有国家迈向
现代社会都要遭遇的社会危机，是快速变化的
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西方国家通过“民主政
府”、“司法制度”、“专家系统”、“信用体系”、
“社会保险”等社会系统治理，有效地解决了作
为现代性危机的社会信任问题。这些现代制度
降低了人们应对快速社会流动、高度技术分工

带来的不确定性，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由陌生人
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会互动所需的信息收
集与分析的复杂认知过程，使人们重新获得安
全与信任。所以，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不仅
仅是一个风险社会，而且也是一个信任机制发
生有趣而重要的方式转变的社会”［4］( P186)。与
吉登斯所描述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经历的信任危
机不同，当下中国社会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仅
仅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由独特的社会结构转
型所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在社会心理层面产
生的无依无靠、不能掌控、人人自危的心理危
机。当代中国人的信任如同多米诺骨牌在所有
的社会生活领域发生崩塌，从传统的人际关系
到现代的符号与专家体系，以及最日常的消费
领域和最根本的制度与政府层面，无一幸免。
信任危机带来的社会心理恐慌是中国人幸福感
与安全感丧失的根源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人最
深刻的“中国体验”之一。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
固定的地域，形成以血缘、地缘为主要特征的
“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以当面的、在场
的熟悉和了解为依据，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行
为规范、风俗习惯为制约，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和保证，从而形成了一种“亲而信”的信任模
式。［5］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
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
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
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养儿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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